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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如何转化为社会问题
陈阿江

环境污染的问题化类型

科学研究的经验表明，“发现和形成问题常常比解决问题更加困难”①。从环境史的角度看，

要解决环境问题，环境污染的问题化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因此认清环境社会问题的形成机制，

无论对学理探讨还是对解决实际的环境问题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早期的环境问题研究中，揭示环境问题的科学技术特征是其重要的工作。如《寂静的春

天》的作者卡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揭示农药等合成化学物品在土壤、河流中的残留，及其对

人类的影响等。②当然，人和社会始终是受关注对象。在日本四大公害的早期研究中，环境污染

对人的社会影响是社会学家研究的重心。无论是饭岛伸子的“受害结构论”③，还是舩桥晴俊的

“受益圈、受苦圈论”④，都尝试解释环境污染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包括

【内容摘要】　环境污染的问题化是环境治理的前提条件。科学技术深嵌到环境社会问题的形成过程中。科学

地认识环境污染，并且通过技术手段转化为大众可了解的信息，是污染转化为社会问题的重要

基础。在早期工业化进程中 , 无论是外源污染即受苦圈与受益圈分离的理想类型，还是内生污

染即受苦圈与受益圈重叠的理想类型，环境污染都难于正常的问题化。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

推进，社会转型过程中结构性矛盾的突出，环境受影响者主体的多元化、不同层级政府的多目

标化、新媒体的日渐普及，涉环境问题主体间的竞争、冲突与顺应、合作的不断演化，加之宏

观结构关系的转向，尽管存在环境污染问题过度化的现象，环境污染的问题化整体步入常态。

而当环境污染的问题化形成机制步入常态，常规的环境治理的制度建设和民众环保意识的培育

应尽快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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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体健康的损害、污染造成的贫困、社会歧视等问题。分析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原因，是社会

学家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史奈伯格尝试用“生产跑步机理论（The production of Treadmill）”解

释资本主义体制在环境问题产生上的无奈状态。⑤生态马克思主义则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

直指资本主义体制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⑥怀特则从文化层面探讨美国生态危机，认为犹太-

基督教（Judeo-Christian）宗教文化传统是美国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⑦社会问题有其客观的一面，

就像是真实存在的社会疾病一样，但社会问题并不总是客观、清晰的，也有主观建构的一面。伯

格和卢克曼的社会建构论的提出，为社会学认识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路径。⑧汉尼根则以建构主

义为基础，另辟蹊径地阐述环境问题。建构主义环境社会学的意图是 ：我们需要更加细致地考查

社会的、政治的以及文化的过程，通过这些过程，特定的环境状况被定义为不可接受的、有危

险的，并由此参与创造出了所认知的“危机状况”。⑨

环境问题在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历程中，有两类倾向 ：一是环境问题被排除在社会问题研究之

外。在早期的社会学类教材，大都未将环境问题作为社会问题进行分析。另一种倾向是把环境问

题等同于社会问题，即无差别地对待环境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笔者认为，作为社会问题的环境

污染具有社会问题的一般特点，也有其特殊性。社会问题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朱力总结已

往的社会问题研究成果，把社会问题的形成过程划分为六个阶段 ：（1）利益受损集团的强烈不满

与呼吁 ；（2）社会敏感群体及有识之士的呼吁 ；（3）社会舆论集团和大众传媒的推动 ；（4）公众

的普遍认识与接受 ；（5）权力集团的认可与支持 ；（6）开始解决社会问题。⑩从纵贯过程看，社

会问题的形成是一个从少数群体感知到多数群体了解，从感受、认识与接受逐渐演变到呼吁和行

动的过程。但环境污染引致的社会问题，比之“纯”社会问题，较多地涉及对污染的科学认知和

技术呈现事项。由环境污染转变为社会问题，既受制于科技，也受制于社会结构。

笔者以为，环境污染引致的社会问题，大致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环境污染的产生。在

环境中增加了有毒有害的新物质，或有毒有害物质的迁移和富集，导致特定的地理空间系统的物

质形态或结构改变。这方面通常可以用技术手段加以测量。其二，环境污染所产生的社会影响。

环境污染对相关人群的社会影响通常表现为 ：健康损害 ；经济损失，进而可能造成贫困问题 ；引

发社会公正危机及不同群体间的冲突和矛盾 ；社会解组及社会结构演变 ；人口迁移等。其三，环

境社会问题涉及社会响应状态，或称之为社会反应。社会反应的主体包括民众、政府、企业、社

会组织、媒体等。社会反应涉及的事项主要有 ：受害者对环境污染及社会影响的感觉、感受、认

知，不同群体间话语操演，呼吁、呐喊、抗议活动，以及环保行动、环保政策制订、制度建设等。

如果社会没有对环境污染、社会影响产生足够的社会反应，这样的问题只是局部的、个别的问题，

不构成社会性的问题。

现实中环境社会问题的形成过程十分复杂。在“常态”情形下，当环境被严重污染时，就会

产生社会影响，引发社会反应，环境社会问题由此形成。但环境社会问题并不总是沿着环境污染 -

社会影响 - 社会反应 - 社会问题这样一个逻辑向前演进。与此“顺理成章”的路径不同，还存在

多种可能的情形。比如，因为科学认知、技术呈现不足，或是社会影响隐蔽、社会反应不足，从

而无法完成社会问题的常规性建构。又如，对环境污染或环境污染风险的反应过度，则会引发另

类社会问题。（参见表 1）

本文拟立足于笔者所从事的水环境问题、环境与健康及生活垃圾处置等领域的经验研究，从

科学认知、技术呈现与环境问题的形成，以及社会影响、社会反应及社会结构与环境问题的形成



142     总第三五八期

两个方面，立足于“环境史”的角度，去理解环境污染究竟是如何转化为社会问题的。

表 1　环境污染转化为社会问题的类型

类型
环境污染的科学认知与

技术呈现
社会影响、社会反应与社会结构 问题形成与否

科学认知不足
科学原理不清、认知

滞后或技术呈现不足

虽有污染影响，但民众反应不足，或

反应指向不明

无法形成明晰的环

境社会问题

社会反应不足

社会反应过度

有社会影响，但可能反应不足；或有

社会影响、有社会反应，但受制于社

会结构

客观的社会影响不大，但在特殊的社

会关系结构中可能反应过度

无法形成社会问题

建构型社会问题

常态型 正常 正常 环境社会问题形成

科学认知、技术呈现与问题化

环境社会问题形成的逻辑，既有社会问题形成的一般规律，也有环境方面的特殊情形。这里

尝试分析环境污染的科学认知、技术呈现与社会问题形成的基本关系。

大量的环境史料显示，环境污染在早期没有被重视，也得不到解决。问题得不到解决的一个

重要原因，与这些污染现象难以转化为社会问题有关，而科学认知是污染现象能否转化为环境社

会问题的重要基础。

（一）科学认知

环境事件的科学认知常常成为问题化的关键环节，上世纪 50 年代日本发生的水俣病就是一

个典型的案例。

日本氮素株式会社在氯乙烯和醋酸乙烯制造过程中使用含汞催化剂，生产企业把含汞的废水

排入海中。废水的无机汞在环境中转化为甲基汞等有机汞。通过“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的方式，有机汞在食物链中逐级富集。当地居民因摄入被污染的海产品，使有机汞进入人体血

液及组织。水俣病就是有机汞侵入脑神经细胞后引发慢性汞中毒的一种综合性疾病，轻者口齿

不清、步履蹒跚、感觉障碍等，重者精神失常，直至死亡。

在水俣病发病机理被探明之前，因食用受污染的海产品而患病、死亡的人已有不少。金子澄

子的家庭成员的悲惨故事，有一定的典型性 ：金子澄子家就住在海边。她的先生每天去上班之前

总是先到海边捉螃蟹、牡蛎等供家人食用。家庭成员中最早出现水俣病症状的是长子亲男。一年

之后，金子澄子先生也开始发病。他们先后去了多家医院，包括熊本大学医院，所有的医生都查

不清病因，只是觉得奇怪。1955 年 5 月，她的先生在痉挛的痛苦中去世。1955 年 8 月，次子雄

二出生了，出生后脖子一直不会直立，仍然在康复机构中……⑪

在科学家发现污染与疾病的因果关系之前，渔民已经怀疑当地居民的怪病与氮素株式会社的

排污有关。如水俣镇当地的老渔民江口说，他怀疑工厂排污是致病的原因，并把污泥带给熊本

大学，把牡蛎交给保健所，但是没有人给予回应。⑫在 1957 年逐步明确污染与水俣病的关系之前，

虽然已经产生非常严重的健康损害，居民也有所行动，但因为健康损害与环境污染因果关系的确

切证据没有找到，问题化缺乏明确的指向，自然也难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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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环境 - 健康主题的研究史看，类似水俣病这样能够清楚找到特定污染物与疾病关系的，是

非常罕见的。因为污染物种类繁多，污染物在环境中的化学成分还会发生变化，因此认清污染物

如何影响人体健康的机理就非常困难。就人体健康来看，污染物作为健康的风险因子，并不会在

每个具体的个人身上得到体现。有些疾病如癌症，往往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中国地域性食管癌

即为典型的例子。20 世纪 70 年代，在我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三年（1973— 1975 年）死亡人口

的调查中，发现某些地域食管癌高发，如河南林县、四川盐亭县等出现食管癌地域高发的现象。⑬

关于食管癌高发，有“食物霉变说”“水污染说”“不良生活习惯说”等多种解释，但究竟是哪个

因素或哪个因素为主，迄今为止还没有彻底查清。徐致祥提出的“氮循环假说”，在医学统计、

医学实验及改水实践中部分地得到了验证。⑭“氮循环假说”非常重要的发现是，农村中司空见

惯的生产和生活习惯，可能是农村食管癌高发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由于它只是一个理论假设，并没有

依此理论假设采取非常积极的改进水源的措施来预防疾病，比如农村某些地区水塘含氮偏高一直

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技术呈现

如何把一般的科学原理转化为民众可视或可理解的技术呈现，同样非常重要。因为有时候某

个“环境污染”问题在科学家那里是清晰的，在公众层面并不见得是清晰的。有的时候，污染物

可以通过外形、类别等有效判断 ；但有的时候，则需要通过技术测量才能客观地了解污染的真实

情况。比如，科学家已于多年前阐明了空气中的细颗粒物（PM2.5）对人体健康影响。但直到最

近，通过技术测量，把测量结果公布于众，才使普通大众能像利用天气预报一样，利用空气质量

指数去了解污染状况。

在现实生活中，民众对环境的感知可能与技术测量的结果一致，也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民

众感知与技术测量结果之间的差异性，可能导致污染的问题化出现不同的格局。

表 2　南京市外秦淮河清凉门大桥附近水质情况

时间 氨氮（mg/L） 总磷（mg/L） COD（mg/L）

2013 年 12 月 3 日 21:00 20.06 - -

2014 年 1 月 10 日 6:00 14.37 0.456 51.17
2014 年 1 月 10 日 14:00 13.66 0.501 40.63
2014 年 1 月 10 日 22:00 13.66 0.489 27.09
2014 年 3 月 10 日 6:00 12.27 0.255 27.09
2014 年 3 月 10 日 14:00 13.11 0.257 39.13
2014 年 3 月 10 日 22:00 14.37 0.27 34.61
2014 年 5 月 12 日 6:00 14.37 0.861 58.69
2014 年 5 月 12 日 14:00 13.11 0.409 25.58
2014 年 5 月 12 日 22:00 21.12 0.440 69.23

平均值 15.01 0.44 41.47

注 ：水样地点为南京市鼓楼区清凉门大桥下外秦淮河 ；由课题组朱启彬采样，朱启彬、严小兵等人采

用连华科技 5B-6C(v8) 智能一体四参数水质测定仪比色法快速水质检测方法测得

秦淮河水质即反映民众感受与水质测量之间差异性的一个有趣案例。由于秦淮河的成功治理

与开发，联合国人居署授予南京市人民政府 2008 年度“联合国人居奖特别荣誉奖”。确实，外秦

淮河从治理前的臭河、脏河，变成了美丽的秦淮河风光。然而，尽管沿岸风光秀丽，河水的水质

问题却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国家规定的Ⅴ类水氨氮（NH3-N）含量不超过 2.0mg/L ⑮，而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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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笔者 6 年前在清凉门大桥下秦淮河连续数月不同时段所取水样氨氮含量最高达 21.12mg/L，是

Ⅴ类水高限的 10 倍多。从平均值看，COD 和磷略超国家规定的Ⅴ类水标准（40mg/L、0.4mg/L），

而氨氮是 15.01mg/L，为国家Ⅴ类水标准上限的 7.5 倍。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我们取水采样时，眼、

鼻等人体感官没有感觉到水被污染 ；平时居民在河边散步，也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参见表 2）

可见，由于环境污染自身的特点，科学认知、技术呈现是污染现象能否成为社会问题的基础

性前提。当污染问题的机理难以被科学认识，或当污染既难于为民众所感受，又未能通过技术手

段加以清晰地呈现的时候，往往难以形成一定的社会反应。在一个以事实为依据、尊重科学技术

的现代社会中，科技在污染成为社会问题过程中拥有很大的话语权。科学、技术一旦失语，污染

也就很难转化为社会问题。

社会反应、社会结构与问题化

环境污染是否转化为社会问题，既与相关主体对污染的认知水平有关，与污染是否直观的呈

现有关，也与污染对相关主体施加的影响以及主体的反应状态有关，而主体的反应状态又与其所

处的社会结构相关。

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及其关系格局，包括家庭结构、社会组织结

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社会阶层结构、民族结构等。社会结构具有整体性、层次性和动态性

等特点。就环境污染的问题化与社会结构关系而言，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第一个层面是具体

的环境污染的问题化与涉污染事件相关人群的关系，换言之，涉污染事件相关主体的关系格局直

接影响了环境污染是否能被问题化，当然也受宏观的社会结构影响。第二个层面是总体性环境污

染的问题化与宏观社会结构的关系，即总体性环境污染的问题化，它主要受制于宏观社会结构，

而某个具体环境污染事件的主体冲突或协作可能会加速或延迟环境污染的问题化进程。

为了便于理解，笔者借助于“外源污染”和“内生污染”两个理想类型工具对早期的环境污

染问题化进行分析，再辅之宏观社会结构的分析。“外源污染”是指社区共同体之外的力量所产

生的污染并且对社区产生影响 ；“内生污染”是指社区共同体内部力量产生的环境污染并对社区

产生伤害影响。“内”与“外”更强调的是社会空间而非地理空间属性。舩桥晴俊在分析日本新

干线噪音等社会影响时，用“受苦圈·受益圈”来分析与新干线相关的受益者人群与受害者人

群⑯，如果借用这一概念，“外源污染”“内生污染”则可分别对应于“受苦圈与受益圈完全

分离”“受苦圈与受益圈完全重叠”两个理想类型。

（一）外源污染

在理想类型的“外源污染”情景下，受苦圈与受益圈完全分离，受环境污染影响的一方容易

与加害者进行对话、斗争。如果在环境污染科学认知正常的情况下，宏观社会结构往往成为环境

污染是否能被问题化的关键。

上世纪 70 年代河北省沙河县磷肥厂的环境污染事件，就给我们展现了当时环境污染问题化

的艰难状态。因农业发展需要，1973 年春，沙河县在褡裢公社赵泗水大队原砖窑场旧址建设了县

属大集体企业沙河磷肥厂。建成投产以后，村民发现磷肥厂生产影响了周边的庄稼，出现玉米和

谷子枯萎、枯死等现象，影响到周围 800 多亩的庄稼。显然，磷肥厂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是明显的、

严重的。根据事后的调查，磷肥厂所产生的环境污染，使磷肥厂周边生产队 200 亩大秋作物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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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收、300 亩农田作物减产七成以上。1973 年 12 月，磷肥厂实际赔偿赵泗水大队 15117.34 元。⑰

在 1973 年这个普遍贫困的年代，吃饱饭是最大的问题。从个人层面看，粮食绝收或减产，普通

庄户人家的口粮将直接受到影响。从集体层面看，部分庄稼绝收影响着粮食收成，进而影响着生

产队交公粮、卖余粮，以及生产队的发展。

笔者三年前做实地调查和历史档案检索时，均没有找出磷肥厂对庄稼产生影响的污染源为何

物。尽管如此，磷肥厂所产生的污染与庄稼受损之间的逻辑关系仍是清楚的。因为磷肥厂孤立于

田野之中，通过观察、常规的逻辑推理，较易推知污染与庄稼枯萎之间的因果关系。由于磷肥厂

威胁到农业生产、威胁到村民来年的口粮，所以社员不断地向干部施加压力。大队干部向磷肥厂、

公社反映情况，但磷肥厂照旧生产。生产队让社员挖断通往磷肥厂的路，以中断磷肥厂与外界的

交通联系，迫使它停止生产。但是，等到社员一走，工厂又让工人把路修好。基层干部也向公社

报告，并由公社向县革委会汇报，尝试通过上级部门协调调解问题，遗憾的是，还没来得及协调好，

因偶然的因素引发了冲突。1973 年 8 月 5 日晚，受磷肥厂影响严重的 3 队、4 队等几个生产队干

部和社员责问大队干部 ：磷肥厂烧坏庄稼，你们大队干部管不管？你们干部拿了工分不解决问题，

干啥吃的？……由于磷肥厂“烧”坏庄稼越来越多，群众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最后大队两委商议，

决定把磷肥厂的电闸拉下、停止磷肥厂的供电，迫使磷肥厂停产，消除环境影响。停电事故对工

业生产产生了严重影响，这是当初拉闸的农民没有想到的。一个多月后，拉闸停产事故被定性

为“反革命破坏”事件，随后相关当事人并分别被判刑。

沙河县磷肥厂污染事件，呈现了与污染事件相关的各方主体关系的失调问题。在村民采取停

电措施之前，他们曾通过正常渠道反映磷肥厂污染问题，但无论是作为加害方的企业，还是作为

主管部门的地方政府，都没有采取相应措施，致使发展到村民采取非常规手段去解决问题的地步。

在此期间，媒体、社会精英等主体都是缺席的。

20 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整体上都具有与之类似的特点。改革开放

以后，尽管我国倡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采取重点突破的战略 ；不过，在宏观社会结构关系方面，

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生产发展与民生改善等，总体上依然强调前者。在某些地方的实践中，

“经济建设为中心”甚至演变为只要经济、不要环境的片面理解。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中，由于追

赶现代化的需要，国家 - 市场 - 社会的关系呈现出政府权力过大、市场力量发育迅速并得到政府

的扶持，而社会发育严重不足的局面。

概言之，在外源污染的理想类型中，污染产生的社会影响是清晰的，受影响人的社会反应也

是正常的，但受此宏观格局的影响，环境污染中的各相关群体，难以形成均衡的、能使环境污染

正常问题化的机制和条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也比较多。比如，污染的受害方常常表现为冯仕

政所谓“沉默的大多数”；社会精英难以独立 ；媒体不能有效发声 ；地方政府偏袒污染企业，环

保部门难以作为等。在此格局下，大量的环境污染现象难以正常转化为社会问题，污染问题难以

得到解决。

（二）内生污染

在沙河磷肥厂污染事件中，由于受苦圈与受益圈分离，加之特定时期外部力量的压制，环境

污染难于进入正常的解决路径，是易于理解的现象。然而，在内生污染即受苦圈与受益圈重叠的

理想类型中，环境污染也同样难于问题化。耿车模式的艰难转型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现象。

费孝通在 20 世纪 80 年代比较与苏南、温州发展的道路差异，提出耿车模式。耿车模式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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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特点是“四轮驱动，双轨运行”⑱。耿车模式的出现，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也与其悠久

的经商传统有关，特别是当地有换糖（废旧物资回收利用）的传统。1983 年开始土地承包以后，

当地村民寻找发家致富之路。据耿车镇大众村邱永信先生回忆，当时组织去浙江义乌参观考察后，

他就决定做废旧塑料回收加工。废旧塑料回收加工主要是分拣、破碎、造粒、塑制等几个工序，

一般的家庭只做其中的一两个或两三个工序。村民发现来钱快，不到一年时间，大众村家家户户

都干起了废旧塑料加工的生意。整个村庄，既是一个原料、中间品的堆场，也是废旧塑料回收利

用的加工场。作为大众村从事废旧塑料回收加工的“第一人”，邱永信 1985 年就买了一台汽车。

废旧塑料回收加工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但环境也日益恶化。村庄里飞扬着塑料袋，上空弥散

着黑烟。用火烤鞋，烤软了把鞋底扯下来作为原料，以至于空气里弥漫着旧鞋的异味和垃圾的

臭味，甚至十几里开外的地方都能闻到塑料味。房前屋后堆满了垃圾，污水横流，水塘臭气熏天。

外地来的人都不敢在耿车喝水、吃饭。更有甚者，一位来耿车讨债的外地人，看到耿车污染如此

严重，居然连钱也不要就离开了。

与外来人的感受和反应不同，耿车人似乎非常习惯于这样的环境。当时，村庄里的农户绝大

部分都在从事这一行业，他们既是废旧塑料加工业的受益者，也是污染的受害者。收益与污染就

像是两个连体孩子。2005 年，新上任的书记和党员干部说，村民身上一股“塑料味”，能不能转

行搞点别的，后来组织去了山东寿光和江阴华西考察，去了苏州杭州等地。邱永信说，外面的环

境真好，待久了都不想回家，转行的念头更加强烈。他了解到附近的沙集有人在做电商，于是在

50 多岁的年纪开始学电脑做电商生意。经过几年的摸索，到 2009 年，简易家具生产网上销售生

意红火起来。2009 年下半年，邱家就主动地把废旧塑料的加工停掉了，又成为大众村电商生意第

一人。随后，陆陆续续有一部分村民转向家具生产、淘宝销售的电商模式，至 2016 年废旧塑料

加工行业取消前，差不多有一半的农户已经改行做电商了。同年 2 月，在政府的强制要求下，大

众村彻底取消了废旧塑料加工行业。⑲

在耿车这个理想类型中，村民既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双重角色一体，受苦圈、受益圈重叠。

虽然污染的社会影响客观存在，但受环境污染影响的主体的社会反应严重不足。人改变环境，同

样环境也会改造人。环境污染的问题化推动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社区内部精英的生态自

觉。邱永信在经济富足以后，通过外出考察学习，进一步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他的生态利

益自觉，以及电商替代探索，是耿车最后能够实现转型的重要条件。二是外部的宏观结构。国家

的环境政策及环境治理形势的改变，使基层干部的环保意识增强，主动把环境治理纳入到本职工

作中去。新书记上任后，利用废旧塑料加工行业不景气且有相当一部分农户已转行电商，果断决

策取缔了废旧塑料加工行业。

其实，媒体作为一个外部力量本可以推动耿车环境污染的问题化，但在很长的时间内，媒体

处于失声状态。从费孝通的耿车模式到 2016 年的新耿车模式，几乎看不到关于耿车环境污染的

公开报道。村庄社区与地方政府利益高度一致、社区内部利益高度一致，使得外来媒体难以进入

社区，媒体被屏蔽于社区之外。这样，通过外来媒体加以正常问题化的力量被消弭了。

与外源污染的社区类型不同，在内生污染的理想类型中，社区共同体消解了污染的社会影响。

内生污染的理想类型，即环境影响的受苦圈与受益圈完全重叠的情形，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多见。

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混合类型。受苦圈与受益圈部分重叠的情形，在早期的工业化发展中如长

三角、珠三角地区的乡村工业，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从户、联户到村、乡镇办企业，当地居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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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或少参与其中，地方居民既是经济发展的受益者，也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这种部分重叠的

关系，掩盖了污染的社会影响，压抑了污染可能产生的社会反应，进而抑制了环境污染的问题化。

孙旭友认为，乡村工业污染难以问题化的社会逻辑，也即大多数村民沉默的原因是“关系圈稀释

了受害者圈”。这不仅是因为“同住一个村”的共同体意识消解了村民抗争意愿，也因为受害者

圈中的部分受益者消解了他们的抗争意愿——因为在村庄受环境影响的人群中，有一部分是污染

企业的就业者、高利贷者以及与企业有业务往来的村民等，他们与污染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⑳

（三）环境污染的问题化与常态化

前述两个理想类型，在中国工业早期阶段，都呈现了难以问题化的困境。进入新世纪以后，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推进，社会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包括环境污染、土地征用移民安

置等，普通民众与利益集团和地方政府的矛盾日益尖锐，呈现了环境污染问题化快速推进的特点，

甚至出现了“物极必反”，对环境事项过度问题化。

笔者以这一期间最有代表性的“群体性事件”作一简要分析。在中国知网上最早出现“群体

性事件”的文献是在 1996 年，2008 年前文献量比较少。2009 至 2014 年达到百篇以上。考虑到

文献反映现实的滞后特点，群体性事件的爆发高潮期大致在 2010 年代的中期。在针对环境污染

的社会运动中，“反垃圾焚烧运动”表现得比较典型。特别是 2005 年以后，环境污染的加害者和

受害者关系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逆转。在某些类型的环境污染事件中，如垃圾焚烧项目、PX 项目，

出现了民众强烈反项目的群体性事件，“邻避运动”盛行，甚至出现对环境风险反应过度的问题。

在 2009— 2011 年的 3 年时间里，全国遭遇 10 多起反垃圾焚烧事件，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

和京津地区。在江苏，就有南京、无锡和吴江三座垃圾焚烧发电厂遭遇反对，其中无锡和吴江的

垃圾焚烧发电厂已建成进入试运行阶段而被迫停止。

从中国社会变迁的阶段性特征及环境演变的角度看，环境群体性事件是环境污染问题化历程

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环境群体性事件突发既是前一时期社会结构性矛盾累积的结果，也是各相

关主体关系调整和社会结构调整的开始。这一现象的出现，是与受害者（或潜在的受影响群体）、

加害者以及第三方关系的演变相关联的。

首先，受害者主体出现阶层分化和利益多元化格局。在早期的环境污染中，受害者是较为单

一的弱势群体，主要是农民或普通市民，单纯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很难把污染事项转变为社会问

题。在近年来的环境污染事件中，受害者群体不再是单一的弱势群体。（1）受影响的企业或组织

成为问题化的重要力量。比如，在反垃圾焚烧案例中，房地产开发商深陷其中，成为垃圾焚烧项

目的直接受害者，因为垃圾焚烧项目影响了房产销售，房地产商的经济利益受到直接损害，所以

房地产开发商往往成为不露面的主要反对者。（2）受项目影响的中产阶级是问题化的另一个重要

力量。比如，某拟建的垃圾焚烧项目离某个高档小区比较近。在这个小区中，居住着记者、律师、

公务员、技术专家等各类社会精英。为了促使政府改变垃圾焚烧厂的选址，他们动用了各种可能

的关系力量，包括发布其他垃圾焚烧厂附近癌症死亡名单，甚至不惜动用造假手段以反对可能存

在污染和健康风险的垃圾焚烧项目。

其次，涉环境事项的第三方正在发生改变，不同层级的政府在环境问题上出现目标差异和利

益分化。比如一个有重大收益和潜在风险的核电项目对不同层级的行政区的损益是不同的。省、

市级政府更多地看到收益，而厂址所在的镇 / 街道甚至县 / 区往往成为潜在的环境影响区，因项

目的收益和成本的不对等，会影响不同层级政府的不同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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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媒体的多元化和媒体工具的复杂化，影响了环境事项中的社会结构关系。职业媒体从

业者不再简单受制于地方政府，它可能为市场所驱动，也可能会为某个利益阶层服务，当然也可

能为自己的职业理想所驱动。作为第三方力量，它可能站在环境污染的加害者方，也有可能站在

受害者方。此外，自媒体广泛普及以后，每个人都是媒体人，既是信息的生产者又是信息的传播

者和接收者，极大地改变了社会成员的信息联结方式，影响社会结构关系，进而影响社会行动。

在反对污染项目的呼吁、发声，以及集结、游行等方面，新媒体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宏观结构关系演变看，1978 年以后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高速发展，政治、经济与民生

的关系再次进行了调整，2012 年“五位一体”的提出是其重要的转折点。作为系统发展观的“五

位一体”，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开始被置于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相对均衡的位置上去考虑。

这样一个宏观的社会结构关系调整无疑对环境污染的问题化进程产生深远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

响。在新的宏观社会结构关系下，某些污染问题如空气污染等，已形成常态的问题化形成机制。

具体而言，空气污染对人体的危害，已形成基本共识，空气质量已像天气预报通过技术手段定时

定点地呈现在大众的面前。空气污染的加害者、受害者以及相关的第三方，也逐渐形成相对稳态

的竞争、冲突与顺应、协作关系。这样一个宏观的社会结构关系，影响着污染的问题化进程及环

境问题的解决，其他的环境问题如水污染、土壤污染等，也大致如此。因此，就中国的总体性环

境污染而言，特别是 2012 年以来，基本进入常态的问题化轨道。

环境污染的问题化机制与治理

科学技术深深地嵌入到环境社会问题的形成过程中。如果人类无法客观正确地认识污染所产

生的环境影响、社会经济影响，污染问题很难转化为社会问题。从环境史看，人类对污染问题的

客观认知往往落后于现实。如日本的水俣病，当科学家发现汞和水俣病的关系时，污染已经对人

类的健康造成很大的伤害。虽然如此，从科学认识的历史看，这还是比较幸运的，事实上大多数

的污染 - 健康关系不是清楚地一一对应的，这就给问题化造成障碍。另外，从科学认识转化为公

众看得见的技术测量结果也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因为，在每个特定的现实场景中，往往会呈现多

种多样的变化。

如果说环境社会问题的形成在科技层面有较大的共性，那么在社会层面上，环境污染的问题

化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及其演变有很强的关联。中国早期确定重点目标的推进策略，在城市与乡

村、工业与农业、发展与民生等关系上，优先考虑前者。在此社会结构关系的安排下，污染仅仅

是发展中的一个副产品，污染受害者受到总体性社会结构的压制。当发生具体的污染时，作为普

通居民的受害者往往势单力薄，而加害者经常与地方政府及有关的权威部门一起借国家的名义不

合理地处置污染事件。这种情形不仅发生在政治挂帅的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中，也发生在改革

开放后的前三十年中。一些以 GDP 为主要发展目标的地区，污染企业往往与地方政府结盟，通

过行政长官压制地方环保局、新闻媒体机构甚至司法系统，使污染难以问题化。这样做的结果，

反而使得污染日益严重，民众与企业、地方政府的关系日益恶化。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大爆发就是

这样一种结构性失衡的结果。

群体性事件的爆发也成为社会结构关系演变的重要转折点。当我国总体发展思路从“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调整为“五位一体”，强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五个子系统组成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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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协调发展，特别是在发展与民生的关系上，把民生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这样一种总体性结

构演变势必影响到环境社会问题的形成机制。这并不是说，环境污染问题已经解决，或者说不存

在环境污染问题了，但大致可以认为环境污染的问题化形成机制基本进入常态。

当然，环境污染的问题化形成机制一旦步入常态，应高度重视制度化建设。一方面，要重视

环境治理的常规性制度建设 ；另一方面，要使民众逐渐养成自觉保护环境的意识和行为。环境问

题重在从源头上预防。环境治理非常必要，但也要防止环境治理的过度化。近年来，某些地方为

了达成环保的目标，制定了单一的却缺乏系统性考量的综合目标，出台诸如“不准养鸡、不准养猪”

之类的政策。有些地方不计成本地推动全民垃圾分类，但分出来的湿垃圾，或者没有合适的处置

回收工艺，或者因为处置成本极高而不得不重新送回垃圾填埋场或垃圾焚烧厂处置。从宏观上看，

环境问题本质上是与我们的生产生活相伴相生的，环境治理要与当下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与

当下的社会发展阶段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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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justice? Hume and Adam Smith did not provide consistent arguments on this issue. Contemporary 
sentimentalism ethicists Slote and others construct systematic arguments on empathy through adapting 
and developing traditional sentimentalism ethics. Base on that, Slote justifies that empathy is not only 
the foundation of morality, but also that of social justice. As such, Slote and others breaks a new path of 
responding to the predicament of traditional justice theory.
Keywords: justice; reason; emotion; empathy

Philosophical Response to the Coated World
—— Several Responses to the Discussions on the Theory of Coated Justice

Chen Zhong
Abstract: The world we live in is increasingly coated and is becoming a coated world in a sens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s needed for coating problems. Coating is a kind of artificial overlapping 
of heterogeneous objects. Coating strategy depends 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concept updating, and 
people’s need for new objects generated by overlapping. Coating is a kind of artificial overlapping of 
heterogeneous objects. It is an objective existence. It has both positive value of good coating and negative 
value of evil coating. Attention to negative coating and alienated coating, revealing the formation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alienated coating, is a basic content of coating theory and coating research. The 
coating and dazzling coexist. Dazzling is the artificially moulding of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dazzling 
is also a kind of man-made and man-made design. The direct purpose of human design is often to achieve 
dazzling effect. The direct purpose of human design is often to achieve dazzling effect. The prosperity of 
coating and dazzling depends on the utility logic of modernity. 
Keywords: coated world; dazzling effect; behavioral philosophy; coating theory; Chinese discourse; 
local context

Interurbanity and Urban Integration
Zou Shipeng

Abstract: “Interurbanity” is a new concept, which can well describe and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ies in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 integration and metropolitan circle. The practical 
basis of China’s interurbanity nature includes: high-speed and efficient interurbanity transportation, 
space-time compression and de facto urbanization of different cities; the linkage and integration effect of 
interurbanity space production and different urban development;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existing 
urban spiritual culture by interurbanity relations under the pattern of globalization. Typical interurbanity 
nature mainly exists in the core area of metropolitan circle. The production of interurbanity space creates 
new urban space and promotes the expansion and change of the city itself, including the new change of 
the original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Urban planning and urban managers should consciously understand 
and apply the interurbanity natur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urbanity and the city itself. 
Keywords: interurbanity; interurban; urban integration; intercity space; urban practice in China

How to Transform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to Social Problems
Chen Ajiang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s the precondition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deeply embedded in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problems.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transforming it into public 
understandable information through technological means are the important basis for transforming 
pollution into social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both exogenous pollution 
and endogenous pollution are difficult to normalize.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the problem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as become normal as a whole, despite the 
phenomenon of over-pollution. A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becomes more 
and more normal,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convent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the cultivation 
of people’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should be put on the agenda as soon as possible.
Keyword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blematization; scientific cognition; technology presentation; 
exogenous pollution; endogenous pollution

Why the Former Domestic Waste Classifications  Have Little Effect
——Concurrently Discussion on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in the Compulsory Classification Era

Fan Wenyu & Xue Liqiang
Abstrac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of Domestic Waste Classification System was put into 
effect in 2017, China has entered the compulsory classification era of domestic waste. By examining 


